







































































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 12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分别见于《 溪诗话》卷四、卷七、卷八，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 364、378、387 页，中华书
局 1983 年版。
《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僧元暠南游引》，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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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看来，“虑静境亦随” ，只要摈弃了一切欲望和杂念，使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虚无澄静
的状态，就能接纳客观万象、进而提炼加工出“词妙而深”并“依于声律”的诗歌。他认
为：“槃高孕虚，万景坌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 正因禅子能
“寂”、能“静”，故自古至今“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甚多。他们在构思时专注不散、摈虑静
思，于是能空灵寂静、进入一种无拘无束和非常自由的创作境界，从而写出词丽境清、不
同凡响的作品。
这一文艺思想后来被苏轼进一步发展，其《送参寥师》诗说：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要作出好诗，就必须要有“空且静”的创作状态。为什么呢？因为静能“了群动”，空能
“纳万境”，意思是说诗人在空静的状态下，不仅能更好地了解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
还能把现实世界里各种境界统统摄取，供自己作为创作素材驱使和运用。在“纳万境”、对
万物了然于心的基础上，诗人“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更深入地体察人间百态、自然
风景乃至个人本身，就会创作出蕴涵“至味”的精妙诗歌。显然，苏轼和刘禹锡都重视诗
歌创作中“虚静”的作用，但所论又各有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强调“虚而万景入，入必有
所泄”这样一个从占有材料、到选择提炼成诗的创作过程，但刘禹锡更多地将其与诗歌的
审美形式（“依于声律”、“粹然以丽”）和美学境界（“翛然以清”）联系起来，体现的是一
种诗学追求和诗性美，而苏轼更注重的是写作中对创作对象内在规律的静照和观察（“了”、
“阅”、“观”），对世间百味、“至味”的体会和把握，体现的是一种理学趣味和理性美。
其二，“象外”之境。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范畴，它的发展和成熟历经了不同时
代、不同论者的实践和努力，刘禹锡和苏轼都是其中之一，所以在客观上也存在着理论渊
源关系。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云：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在刘禹锡的文学观念中，诗、文和著述通常都是分开来看的，他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
韦公集纪》中说：“谨按公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
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
诗和文虽然都是“以才丽为主”，可是分别来说，它们也是不同的，其《唐故尚书主客员外
郎卢公集纪》云：“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诗者，文章之蕴邪”，
也就是说诗歌比文章更精炼、含蓄和更富有韵味。正是认识到了诗歌不同于一般文章的审
美特征，刘禹锡紧接着才对诗歌的独特魅力——意境作了非常凝练和确切的理论概括。“义
———————————————
《刘禹锡集》卷二十三《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刘禹锡集》卷九《洗心亭记》，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论苏轼对刘禹锡诗歌的创作接受和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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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则是就诗的意境和意境创造而言的。“义得而言丧”，就是说诗
歌具有言外之意和“得意忘言”之妙，需要读者从字句之外去体会其含蓄不尽的意味；“境
生于象外”，指意境存在于诗歌中有形的、具体的景象描写之外，它是一个虚的、但比实的
景象描写更加醇美广阔的艺术境界，要求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去补充它、丰富它。总的来说，
意与境须借助于语言和物象来完成，但还应高出语言、物象等浅表因素，进而达到“片言
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的诗歌境界。
刘禹锡之后，晚唐的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韵外之
致”等著名的美学概念，对诗歌意境创造及其审美特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位于司空
图之后、南宋严羽之前，对意境理论最有创见和贡献的人就是苏轼。他不仅在具体的诗歌
鉴赏和评论中，以“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发纤秾于简古，
寄至味于澹泊”等经典性的话语对诗歌意境作了最形象的阐述，还把意境由诗学领域延伸
到了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大大拓展了其蕴涵，使其成为一种以诗画为中心、在各个艺
术领域皆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的艺术理论。他明确地以是否具有“象外”之趣来评价他人
的画作，如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
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认为吴道子的画虽工，但王维的画具有象外之境，所以仍超过了吴
道子。又如《题文与可墨竹》，在赞扬文与可“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
怪轶象外”时，也点出了“象外”之旨。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过一句著名的
话：“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
实也就是超越了诗歌和画面中具体的语言层面和物象层面，通过想象、玩味而体会和构建
的言外之意和象外之境。与“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相比较，苏轼的“象外”不仅
显示出他与刘禹锡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前后继承关系，更突出亦更可贵的是他对意境论的丰
富实践和全新拓展。
由于政治观念及思想的差异，苏轼曾因刘禹锡和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一事多次攻击他
俩为“小人”，批评相当刻薄。但他在《续欧阳子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
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这说明：苏轼虽然指责、贬斥刘柳的政治作
为，但仍对二人的才学还是充分肯定的，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刘禹锡的借鉴和吸收、文学思
想上对刘禹锡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接受态度便充分佐证了这一点。由于苏轼本身在北宋文坛
及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接受无疑是刘禹锡诗歌整个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兆鹏
